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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面从严治党的经济伦理之维

乔洪武 邓 钺

摘 要 全面从严治党的经济伦理之维，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求其成员在市

场经济下利益取舍和行为评判中必须遵循的价值观念标准和道德准则。全面从严治党中最

关键的维度是如何防止和遏制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经济伦理观念的蜕化变

质。这一方面是因为柏拉图早就揭示出：经济伦理的蜕变必然导致社会整体道德退化、正义

的政体向非正义的政体变异，在现代社会中，廉洁为公被公认为执政正义的最基本原则，当权

者经济伦理的蜕化变质必然背离了代表人民主持正义的道德底线；另一方面是因为，新中国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证明，用柏拉图式的治理方式来防止党员的经济伦理蜕变会让我们

付出沉痛的代价。因此，市场经济下全面从严治党经济伦理之维的切入点是：首先，要教育广

大党员廉洁和为公是正确的经济伦理观的最基本道德底线，尤其是要确保党的干部确立正

确的经济伦理观；第二，要敢于“亮剑”，从根本上限制和减少各级领导干部的自由裁量权；第

三，全面从严治党，绝不是以排斥和否认市场经济为手段、以重建柏拉图式的理想国为目的，

而是必须以加强法治和党内规章制度建设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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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又再次重申，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由此可以预见，我们党在近几年集中整饬

党风、严厉惩治腐败的基础上，必将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有新的成就。既然是全面从严治党，其治理的维度

显然是多维的，包含政治、思想、组织和道德文化等维度。习近平多次强调，从 1949 年至今，我们党面临
着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四大考验以及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四

大危险[1]。“四大考验”中最核心的考验就是市场经济的考验，因为它会带来与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利益

分配方式和机制，由此更有可能诱发党员领导干部经济伦理观念的蜕变，滋生消极腐败现象，从而危及

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根基。所以，全面从严治党，也应包含经济伦理维度。

一、经济伦理与政体正义的关联

所谓经济伦理，按照最早正式提出这一概念的马克斯·韦伯的界定，是指“一种在最高程度上由经济

地理的与历史的现实决定的纯属固有规律性的标准”[2]（P4）。其次，“‘伦理的’ 尺度就是这样一种尺子，
用它来衡量人的价值合乎理性的信仰的特殊方式，作为衡量 ‘好习俗’ 这个评价所要求的人的行为的准
则……这个意义上的伦理的准则观念可能对行为具有很深刻的影响”[3]（P143）。也就是说，经济伦理是
由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所决定的，人们在经济利益取舍和经济行为评判中应遵循的价值观念标准和道德

准则。那么，什么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经济伦理之维呢？笔者认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求其

成员在市场经济下，利益取舍和行为评判中必须遵循的价值观念标准和道德准则。为何在全面从严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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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必须重视经济伦理维度的治理？这是因为执政党成员经济伦理的腐败蜕变不仅是其个人道德

全面退化的诱因，而且会因其执掌政体的领导权而使整个政体从正义向非正义转化。作为古希腊三贤之

一的伟大思想家柏拉图，最早就揭示出经济伦理的蜕变必然导致社会整体道德退化和正义的政体向非

正义的政体变异的规律。

柏拉图认为，人类社会存在过五种政治体制，除了他阐述过的共产主义理想国之外，其余所谓四种

政治体制的正义性是逐步递减的，而其非正义性却是逐步递增的。从理想国一步一步蜕化堕落到越来越

非正义的政体，正是统治者和卫士——这种精英阶级的经济伦理观念被腐蚀所致。在理想国中，对于统
治者和卫士而言，他们没有任何私有财产，更不能保有金银钱财。精英阶级产生道德蜕变过程大多是：一

位年轻人有一位担任统治者的好父亲，这位父亲不要荣誉和权力，他宁愿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利。那么他

的儿子怎么会变成爱好虚荣和金钱的人呢？起初，他老是听到他的母亲在抱怨他的父亲不会当统治者，

不太关心挣钱，而是把这些事情都看得很轻。此外还有其他人也在这种场合惯常唠叨的其他怨言。于是

两种力量就像拔河一样对他展开争夺。他的父亲向他的心灵灌输和培养理性的原则，其他人向他灌输和

培养欲望和激情的原则。尽管他的天性并不坏，但在两种力量的争夺中使他发生了变化，他灵魂的自律

转变成野心和激情的中间状态，成了一个傲慢的、喜爱荣誉的人[4]（P552-553）。一旦人的经济伦理道德
由于诱惑和腐蚀被打开一个缺口，整个的道德防线立刻就会崩溃——“这些人像寡头制的统治者一样贪
图财富，热衷于搜括金银，收藏于密室，他们的住处筑有围墙，建有爱巢，他们在里面供养女人以及其他

宠幸者，尽情享乐。他们热爱金钱，但由于不能公开捞钱，因此只能偷偷地寻欢作乐，逃避法律的监督，就

像孩子逃避父亲的监督一样。他们也很吝啬，乐意花别人的钱来满足自己的欲望。”[4]（P551）这时的政
制已经是一种善恶混杂的政制。

柏拉图不仅在个人微观层面上揭示出个人经济伦理蜕化变质的过程，而且在致变原因上总结了人

的经济伦理是如何发生蜕化变质的。概括起来，他认为主要有三大原因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发生：第一是

个人自身的原因。他指出，人身上存在着必要的欲望和不必要的欲望，假如个人不好的欲望得不到法律

与理性结盟的较好的控制，一旦受到外界的不良诱惑，那些从前只在睡梦中才会出现的兽性的、野蛮的

欲望就会驱使他弃善从恶，“没有任何极端愚昧和无耻的事情”[4]（P581）是他不敢做出来的。第二是家
庭和朋友的影响。最初的影响是来自他的母亲，当孩子的母亲从孩子童年时代就开始报怨担任城邦统领

的父亲不会以权谋私、捞取金钱时，实际上就开始引导孩子的价值观向非正义的方向变化。当家中长辈

和朋友反复向他灌输这种思想时，就会逐步把这位年轻人灵魂中的美德全部摧毁，尽管这个年轻人“他

天性并不坏，但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受了影响而坠入邪恶的泥坑”[4]（P553）。第三是制度环境的影响。柏
拉图分别研究了四种非正义政制对人的正义、善和道德观念和行为的作用机理。在刚从理想政制向寡头

政制转化时，由于社会道德氛围的抑制，贪婪的当权者尽管热爱金钱，但由于不能公开捞钱，所以只能偷

偷寻欢作乐。当寡头制度稳固之后，财富便成为衡量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这是一种用财产来确定资格

的制度，富人掌权，穷人被排除在外。私人拥有大量的金钱会摧毁荣誉政制……财富和美德就好像被置

于天平两端，一头往下沉，另一头就往上翘。”[4]（P554）而在民主政制下，“当一位年轻人在我们刚才说
的那种不自由的和吝啬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尝到了当雄蜂的甜头，和那些只知千方百计地寻欢作乐的

粗暴狡猾之徒为伍的时候，你必须毫不动摇地相信，这就是他的灵魂从寡头型转变为民主型的开始”[4]

（P566）。年轻人同那些贪图安逸的人公开生活在一起，当外界的诱惑最终攻克他心灵的城堡时，如果他
的亲友要来支持这位年轻人心中的节俭成分，入侵者便会立刻关闭他心灵堡垒的大门，不让他接受良师

益友的忠告。等这位年轻人灵魂中的美德全部被摧毁，他们灵魂中那些有害的欲望都会被释放出来[4]

（P567-568）。不仅如此，民主政制恰恰是最不正义的僭主政制产生的温床。这是因为，正是“不顾一切过
分追求自由的结果破坏了这种体制，为专制的必要性开辟了道路。”[4]（P570）这些当上领导的坏人就
是民主社会中那群又懒惰又奢侈的人，尤如有刺的雄蜂，而社会上最富有的阶级会“向雄蜂提供丰富的

蜜汁”。所以，“这个富有的阶级实际上可以称之为雄蜂的花园。”[4]（P574）这些“有刺的雄蜂”先是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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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通过劫富济贫的方式赢得民心，而这正是僭主产生的根源。柏拉图在这里实际

上已经揭示出经济制度环境的变化恰恰是导致个体经济伦理腐败退化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见，尽管柏拉图所认可的正义并不是现代语境下的正义[5]（P193-195），正如黑格尔所批评的
那样，柏拉图当然没有认识到，“正义的形式原则作为人格的抽象的共性，而以个人的权利作为现存的内

容，亦必须浸透全体。”所谓浸透全体，就是指“这原则必须获得它完全充分的现实性，且必须表现为财产。

这才是真的现实精神，这个现实精神的每一环节都有其充分的独立性”[6]（P265）。他对正义政体之所以
退化为非正义政体的分析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他试图揭示出这样一个规律：正是由于经济伦理的蜕化变

质，才导致一种较为正义的政体向越来越背离正义的政体转变；而生活于不同政体中的个人，也会因其

经济伦理观念的蜕化，导致其整个向善能力的退化和作恶能力的增加。这一规律，在柏拉图之后的漫长

历史中已经被无数次地反复证实。

二、防止经济伦理蜕变的经验和教训

正是由于柏拉图揭示的上述规律为后人所认识，执政者或执政党期望长期执政都必然要防止自身

经济伦理的蜕化变质，以避免其因背离正义、丧失民心而丢掉政权。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就指

出，“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有人认为，治理国家的政治家与

君主只有形式上的区别而本质上是相同的，这种说法荒谬绝伦[7]（P1）。由于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具
有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以及诸如此类的感觉，而且人“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

的动物，就会充满无尽的淫欲和贪婪。”所以，治理一个国家“公正是为政的准绳……这就是一个政治共

同体秩序的基础。”[7]（P6-7）“正确的政体必然是，这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以公民共同的利益为施政
目标；然而倘若以私人的利益为目的，无论执政的是一人、少数人还是多人，都是正确政体的蜕变。”[7]

（P86）中国的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也强调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8]（P179）“为政以
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8]（P12）在现代人民共和制的国家中，因其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或
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更有权要求执政者掌权廉洁和公正，要求他们在经济伦理及道德方面没有瑕疵。法

国思想家卢梭指出，政治问题的根本是找到一个最有德、最开明、最睿智并且从而是最美好的民族的那

种政府，在他看来，尽管执政掌权者手中的权力是一种强力，但“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

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9]（P13-14）。社会上的每个人因社会公约而将其自身的一切权利都转让给了
整个集体，“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这一结

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即：它就是人们所称之为主权者的、由社会公约赋之以生命而其全部的意志就叫

做法律的那个道德人格——卢梭注），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9]（P25-26）。在民主
的共和国和政治体中，执政掌权者作为公共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代表，其利益追求与公共利益和人民利益

具有一致性，因而“治理社会就应该完全根据这种共同的利益”[9]（P35）。卢梭还明确指出，在民主制的
国家，立法者和政府官员的腐化是对共和国最大的危害，“没有德行，（国家）就都无法维持”[9]（P89）。
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廉洁和为公被公认为执政正义的最基本原则，也是人民之所以授予执政者代

表人民主持正义权利的原因。如果当权者由于自身经济伦理的变质，导致其整个向善能力的退化和作恶

能力的增加，那么势必背叛代表人民主持正义的神圣职责，其最终结果必然是被人民赶下台。

现代政党最初诞生于英国。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第一次给政党下了明确的定
义：就是大家基于一致同意的某些特殊原则，并通过共同奋斗来促进国家利益而团结起来的人民团体。

1847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代表无产阶
级的政党。1864 年国际工人联合会即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马克思是创始人之一，也是实际上的领袖。
共产党属于刚性政党，它不仅有严格的党章和政纲，而且依靠民主集中制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团结人民群

众，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和党的既定目标。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共产党

执政掌权更应该遵守执政伦理的最基本正义原则——廉洁和为公。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85%8B%E6%80%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1%A9%E6%A0%BC%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7%94%A2%E4%B8%BB%E7%BE%A9%E8%80%85%E5%90%8C%E7%9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0%E4%BA%A7%E9%98%B6%E7%BA%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0%E4%BA%A7%E9%98%B6%E7%BA%A7
http://baike.baidu.com/view/51981.ht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85%8B%E6%80%9D
http://baike.baidu.com/view/599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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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旨、以严格的政治和组织纪律，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道德形象赢得人民拥护和爱戴。若不遵循廉

洁和为公这一执政伦理的最基本正义原则和道德底线，它也无法忠实履行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神圣

职责，难免会走向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境域。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来，一直在努力预防和

纠正党的部分领导干部和部分党员出现的腐败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党中央一直强调从严治党。从 1951 年底开
始，毛泽东发动并亲自督办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坚决惩治腐败、防止变质、从严

治党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1963 年，毛泽东又亲自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认为“这一场斗争是重新
教育人的斗争”。这个运动的重点就是教育党的干部，“使我们的干部……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

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10]（P1321）。在 1976 年 3 月印发的《毛主席
重要指示》中，毛泽东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

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

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10]（P1770）尽管毛泽东的出发点是为了预防党员干部的
经济伦理观念变质，但他的方式不是凭借完善法治和党章党规，而是依靠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式来

实现，这种方式是不正确的。他将遏制党员干部的经济伦理观念变质与铲除滋生这种腐败的经济私有制

和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并将此上升到走何种社会道路的层面，不利于人民在经济道路选择上的自由和

非公经济的发展。

柏拉图曾为遏制社会经济伦理的堕落开出过他自认为有效的药方。柏拉图指出：“我们必须把实施

正义与摆脱贪婪结合起来，在这种结合中寻找我们避免这种危险的方法。”[11]（P495）为避免引起贪
婪的危险，“第一个治疗方法是，从事商业的人要尽可能少；第二，让那些即使腐败也不会给社会造成大

害的人去从事这些工作；第三，必须制定某些具体措施来防止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把邪恶传给别人。”[11]

（P686）就第一个治疗方法而言，处于城邦的管理者和护卫者的精英阶级“家庭的家长都不得从事商业，
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甚至不能与商业活动有关联……如果有公民在任何情况下从事卑贱的商业，

那么他要为玷污高贵的血统而受到审判，任何人发现了都可以去法官那里告发”[11]（P686）。就第二个
方法来说，为防止从事商业把邪恶传染给别人，应当“让外国侨民或外国人经商。”[11]（P686）。第三个办
法就是利用严格的法律限制来“保证商业道德，尽可能减少商业中的恶行。”[11]（P686）

而在柏拉图看来，更为根本的医治对策，还是建立他所谓的理想国。因为只有在那个国家中，才会有

如下道德准则：“我们的社会一定不要金银，也不要用手工技艺谋利……而只允许有限度的农耕，人们不

能用它来谋利，以至于忘了拥有财产的目的……在我们所推崇的事物序列中，财产所据的地位应当最低，

因为人的普遍利益以三样东西为目标：正当地追求和获得财产是第三位的，最低的；身体的利益居第二

位；灵魂的利益居第一位。对我们现在考虑的体制来说也一样，如果按照上述原则来规定荣誉，那么就可

以正确制定国家的法律，但若有任何法律使公众对健康的推崇高于明智，或者对财富的推崇高于健康和

明智，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法律的制定是错误的。”[11]（P502）也就是说，柏拉图认为，要确保理想国
及其道德理想不发生变质，根本策略在于确保理想国的公有经济制度永恒不变。反过来，要确保这种制

度不变，有赖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法律和道德对其不断巩固。唯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维系和巩固
理想国上形成合力，再辅之以个人的道德修炼，才能有效防止个人和社会政体的伦理道德蜕变。

柏拉图的上述主张存在着重大缺陷，这诚如他最赏识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所质疑的，一个秩序井然的

城邦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好呢，还是像在柏拉图的《国家篇》中所倡议的那样好呢？[7]（P31-32）亚里士多
德在《政治学》中对此做了彻底否定的回答。亚里士多德在全面批判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后得出的结论

是：按照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那样去做，这正是使城邦毁灭的原因[7]（P32）。黑格尔也指出，柏拉图认为
“正义国家”不仅必须关闭一切通向发财欲望的大门，也必须关闭每个人有权利自由选择和自由发展的

大门。产生这种谬误的原因在于他否定了主观自由原则。“由于废除了财产和家庭生活，由于取消了对于

职业的任意选择，简言之，由于排斥了一切与主观自由这一原则相关联的这些规定，柏拉图相信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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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一切通向情欲、仇恨、争执等等的大门了。”[6]（P266）正是这些缺陷和谬误，使得柏拉图要确保理想
国及其道德理想不发生蜕变的设想只能是一种空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则进一步证明，用柏拉图式的治

理方式来防止党员的经济伦理蜕变非但达不到从严治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目的，还让我们付出了沉痛

的代价，使得我国社会经济丧失了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国民经济也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

三、市场经济下从严治党经济伦理之维的切入点

如前所述，从严治党的经济伦理之维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求其成员在市场经济的现实条

件下，在利益取舍和行为评判中必须遵循的价值观念标准和道德准则。那么我们首先应当弄清的是，市

场经济本身具有什么样的经济伦理特质。恩格斯早就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

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2]

（P99）对于人们从市场经济中会获得什么样的经济伦理观念，马克斯·韦伯曾指出：“市场经济中所有的
经济活动都是个人为了其理想的或物质的利益而进行并完成的。”“即使一个经济制度建立在社会主义

基础之上，在这一方面也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当然确实存在只建筑在单纯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经济

行为。但更为肯定的是大多数人不会这样做……在市场经济中使收入最大化无疑是所有经济行为的动

力。”[13]（P233-234）汉斯·里切尔也曾说，在诸如社团、合作社或慈善组织等小的集体中，“从内部来说，
爱或牺牲，团结或慷慨可能是决定性的；但不管内部结构或动机如何，经济单位在市场中彼此的关系总

是受个人自我利益的控制。”[14]（P123）由此可见，市场经济的确带有肯定和鼓励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
的伦理导向作用，而这正是市场经济能比其他任何经济形态能够更有力地解放生产力的根本原因。在这

一大背景下，全面从严治党经济伦理之维的切入点应该是：

首先，面对市场经济的长期考验，我们党“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

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 ‘总开关’ 问题，自
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15] 在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思想道德教育中，最关键的维度是正确的经济伦理观。这不仅是因为，柏拉图早就告诫我

们，造成个人道德沦丧甚至正义政制溃败的最重要、最直接的诱因，就是经济伦理观念上的蜕变。一旦外

界的诱惑击溃了领导干部的心灵城堡，经济伦理中拒腐的防线被突破，所有坚持政治忠诚、为民造福的

理想信念都会被抛弃，所有的道德底线也会被逾越。这也是因为，我们今天构建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执政党成员和领导干部所面临的与市场经济并存的种种诱惑就

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更在于，市场经济伦理的诱惑并非是不可抗拒的，连最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新奥

地利学派经济学奠基人米塞斯也承认：在市场经济下，“当然，有些男女是以利他主义和彻底献身的精神

提供服务。没有一部分精英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人类不可能达到目前的文明状态。在改善道德状况

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是那些打算为自己认为正义和公益的事业而牺牲个人幸福、健康和生命的人取得的

成就。他们从事着他们认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事情，不在乎自己是否为此而牺牲。这些人不是为了奖赏而

工作，他们致力于自己的事业，虽死而无憾。”[16]（P70）奥尔森也指出：“要想改变人们在市场经济中所
产生的伦理观念，依靠社会压力和社会激励的效果并不大，社会压力和社会激励只有在较小的集团中才

起作用。”[14]（P71）但是，他也承认这种可能性：“当不存在经济激励驱使个人为集团利益作贡献时，可
能有一种社会激励会驱使他这么做。”[14]（P70-71）这种激励就是道德力量。作为中国执政党的成员，党
员在入党之初就应懂得，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

和政治灵魂。因此，让广大党员牢固树立廉洁和为公的最基本道德底线，也是守护我们党执政伦理的必

然义务。这种经济伦理观的教育，对于激励党员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自身经济伦理观念的侵蚀和诱变，

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不可能要求全体党员都达到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侵袭的道

德境界，但在党的核心干部身上是应该而且可以具有这种道德境界的，这一核心干部集体是中国共产党

的中坚力量，也是“打算为自己认为正义和公益的事业而牺牲个人幸福、健康和生命的道德精英”。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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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多德早就说过，“想要担任政体中最重要的官职，就必须具备三项条件。”首先，必须忠于现存政体；其

次，必须具有为政方面的最高才能；第三，必须具备为每一政体特有的、与之相符的德性[7]（P187）。正如
现代科学那样，新的观点和新的科学必然总是从一个或少数人身上发源，然后向更大的核心归依者和追

随者公开传播，进而逐步发展成某个自然或社会的公理或共识。共产党的宗旨的实现也必须要有一个由

献身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们所组成的团体，他们愿意践行共产主义道德并自觉地把这种理想信念传播

给他人。而共产党的核心干部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的政治担当，自觉地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引导好亲

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如此才能抵御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各种诱惑可能导致的经济伦理观念蜕变，做到拒腐

蚀永不沾。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中明确强调：新形势下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

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须

以身作则，自觉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坚持不忘初心，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

会作出示范。所以，全面从严治党的经济伦理治理关键在于确保党员领导干部牢固确立正确的经济伦理

观，党的核心干部自身也应自觉地提升道德修养水平。

第二，全面从严治党，遏制党员领导干部的经济伦理观念蜕变还要以限制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

管理中的自由裁量权为重要路径。利益是道德的基础，经济利益更是人们的经济伦理道德的基础。行使

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自由裁量权越大，以权谋私的机会就越多，他们所受到的利

益诱惑也就越多，经济伦理观念腐化的可能性也越大，这正如思想家阿克顿勋爵曾说的那句名言，权力

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产生腐败。针对这一问题，除了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经济伦

理观的教育和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外，另一个釜底抽薪的治理对策就是从根本上限制各级领

导干部的自由裁量权。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习近平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理论和实践

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

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这条规律”[17]。2014 年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

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必须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

完善体现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权利

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法治化，使人民依法享

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18] 这两个决定的出台，正是我们从根本上限制和减少各级领

导干部自由裁量权的理论依据和强大后盾。因此，根据这两个决定，我们必须加快法治政府的建设步伐，

纠正过去那种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问题，让企业当好“运动员”，法院当好维护规则和秩序

的“裁判员”，政府只扮演好社会服务的角色，从而形成“小政府，大市场”，促进政府率先守法、依法行政

目标的早日实现，创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使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规则和惯例尽快接轨。显然，这

对于我国防治领导干部经济伦理的蜕变和遏制贪污腐败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推动作用。

第三，全面从严治党，防止党员领导干部的经济伦理观念蜕变必须以加强法治和党内规章制度建设

为手段，决不能以排斥和否认市场经济为手段、以重建柏拉图式的理想国为目的。如前所述，50 年代后
期至改革开放前，我们党从严治党的教训之一就是：为遏制党员的经济伦理蜕变而将滋生诱发经济伦

理蜕变的私有制经济也一并废除，排斥和否定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做法不正确。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己有定论。1984 年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摒弃了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

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的传统极“左”观念，强调改革就是为了建设充满生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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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
定》进一步明确了这种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2014 年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两个决定，既明确了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同样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形态，也重申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更加完备的法律手段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决心。

市场经济有解放生产力的巨大优势，但它也确实带有某些天然缺陷。作为最早为现代市场经济进行

经济伦理辩护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就明确地指出，“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富的道路二

者的方向有时截然相反。”[19]（P76）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依靠经济行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动
力具有二重性，它既可以有力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也可以成为“我们道德情

操败坏的一个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成为“一切骚乱、忙乱、劫掠和不义的根源，它给世界带来了贪

婪和野心”[19]（P69-76）。所以，斯密特别强调：“自私的激情在其它方面介于社会性的和非社会性的感
情之间”，“当它除了使个人关心自己的幸福之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后果时，它只是一种无害的品质”，而当

“它一妨害众人的利益，就成为一种罪恶。”[19]（P399）但是，斯密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可能成为我们道
德败坏的诱因而否定它，而是强调法治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遏制道德败坏、构建良好的社会道德的重要

作用。他指出，对那些厚颜无耻、不讲道义的人，“法律通常必然能吓住他们，使他们至少对更为重要的公

正法则表示某种尊重。”[19]（P74）事实上，现代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也正是依靠严格的法治来制约政
府公权力，规范市场行为，防止执政党贪污腐化和以权谋私。而依法对执政党的监督和制约越是严厉和

完备，该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的运转也愈高效，它所带来的经济伦理负面影响也愈轻微。

所以，遏制执政党成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的经济伦理观念蜕变，不是要摒弃市场经济的发展道

路，而是要靠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诚如习近平在对《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中所强调的，要把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解决好，要有效化解党面

临的重大挑战和危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完善规范、健全制度，扎紧制度的笼子，既让已经发生的突出

矛盾和问题得到深入解决，又有效预防新的矛盾和问题滋生、防范已经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复发。全面从

严治党，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把强化党内监督作为

党建的重要基础性工程，充分释放监督的制度优势[1]。党的十九大还特别提出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

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组建各级监察委员会，制定国家监察法，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

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

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只要我们党有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

党的坚定决心和扎紧制度笼子的有力手段，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坚持有腐必

反、有贪必肃，在反腐上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不允许腐败分子在党内有藏身

之地，那么，市场经济对经济伦理的诱变企图永不会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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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mension of Economic Ethics about Full
and Rigorous Governance over the Party

Qiao Hongwu & Deng Yue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economic ethics about full and rigorous governance over the Party
is demonstrating the value standards and moral principle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the
ruling party requires members who are balancing profit and loss and making value judge must be complied
in the market economy. The most critical dimension of full and rigorous governance over the Party is
how to prevent and depress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conomic ethics of the Party members, especially the
Party leading cadres at each level. Not only Plato has revealed that the deterioration of economic ethics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degeneration of the overall morality of society and the deterioration from a just
government to an unjust government. In a modern society, honesty and publicity are recognized a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governing justice.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conomic ethics of people in power will inevitably
infringe the moral bottom line of representing general public in presiding over justice. But there is also
evidence that using Plato’s governance to prevent Party members from deterioration of economic ethics
will lead to heavy loss since prior to New China reforming and opening-up history. Therefore, the starting
point of dimension of economic ethics about full and rigorous governance over the Party in market economy
should include following principles. First, it is necessary to educate the Party members that honesty and
justice are the most fundamental moral bottom line of the correct economic ethics, especially to ensure that
the core cadre of Party has firmly established the correct view of economic ethics. Secondly, “taking the
challenge”, it is necessary to restrictions and reduces the discretionary power of leading cadres at each levels
fundamentally. Thirdly, it is through raising law and Party constitution and regulation, rather through
exclude and deny the market economy and rebuild as mean as an ideal state of Plato, to achieve exercising
full and rigorous governance over the Party.

Key words rigorous governance over the Party; Plato; economic ethics; governing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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